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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

　  　——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王学典　　

　　　　摘　要：“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

　　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与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与20世纪时事变迁高度相关。民国时

　　代，学术界就存在着“新汉学”与“新史学”两种治史路径的对抗。轻视理论的倾向，与

　　不能正确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职能有关。历史研究有两大任务，一是发现和清

　　理事实，二是说明和解释事实。而任何对事实的解释和说明，必须依托理论，甚至某些重

　　要事实的发现和清理本身也离不开理论。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如同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

　　一样。健康的史学界必须在“史料”与“史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关键词：理论；新史学；新汉学；历史理论；20世纪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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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

唯恐不及，常有人通过“揶揄”“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是多么的“纯粹”与“学术”，这或

许是学术上的钟摆效应使然，是对前几十年“理论”独步天下地位的反弹与报复！然而，老话说

过犹不及，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针对这一情形，本文欲逆水行舟，谈谈

“理论工具”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学界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出现

专文探讨和研究什么是“理论”的文章，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

的想法，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备且有一定深度的见解。

一、乾嘉身影与“史论关系”问题的提出

我先给大家谈一点关于史学史上“史”与“论”关系的情况，作为一个铺垫。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以“乾嘉学派”为基本背景的，认清这一点极端重要。中国学术史

上，汉学和宋学之间因路数和致思对象的差异而产生对抗，譬如“汉学”重“五经”，“宋学”崇

“四书”等等，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是为“汉宋之争”。两大学派自宋代以来长期共存，各有轨

辙，差异冲突至为彰明。发展至清代，乾嘉汉学取代程朱理学占据学界主流，这一点构成20世纪

史学演化的基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汉学作了非常充分的阐发，乾嘉汉学对20世

纪的整个中国历史学影响巨大。

笔者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有所谓“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我们被笼罩在乾嘉汉

学的身影之下，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今天的所谓“国学复兴”，与“乾嘉汉学”路数并无实质

性区别，这是我们大家在考察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

方面。

实际上，20世纪史学有两条起源路径。一是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顾颉刚先生等人的治学，

早年在乾嘉汉学的滋润之下，慢慢演化，后来成为人所熟知的古史辨派，再后来走到我们现在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阶段性成果（17ZDA196）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250100）。



　思想战线 2019 年第 5 期 第 45 卷 №. 5,2019 Vol. 45

·54·

看到的一些形式上来，这是一条由经入史的路线。二是直接从国外传播而来，即先后从日本、法

国、德国、苏联、美国引入。

我把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这一路径叫做

“新汉学”；把另一条从西方传播进来、向西方学习获得的治史路径，叫做“新史学”。“新史学”

和“新汉学”，是我用来清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所使用的一对概念工具。

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这一学派，或曰治史倾向、治史风气，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在

五四运动前后占主流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度登峰造极，风靡文史哲三界，直至30年代前

期，也仍然如此。因为它的学术基础过于雄厚，以致很多人难以从中走出。

20世纪那些史学大家之所以能够从容过渡过来，跟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关。西方现代学术分

类把完整的学问分成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中国传统的分类是图书馆分类，也即

所谓的学问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之间，只有一门学

科可以直接对接，即历史学。“经史子集”中有“史”，20世纪的西方学术分类有历史学这一门类，

所以治历史的学者大都能较轻松地跨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之中。

而其他类目均不易对应现代学术分类。集部是文章别集、总集，很多是个人文集，其中内容

庞杂，不完全属于文学。将子部对应于思想史，也未必尽然。而经部就更复杂。所以说，治其他

学问的人要栖身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型、调整和改造。可还没调整完，学术

界形势已经大变，根本来不及调整。

先师葛懋春先生曾说，20世纪最发达的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学。他说，哲学，我们只能找到

金岳霖先生或者其他极个别的一些人，像冯友兰先生等严格地讲都是历史学，中国哲学史是历史

学。文学史也是历史学，包括萧涤非先生等都是研究文学史的。文学这一门类、哲学这一门类，

在20世纪学术业绩都远远小于历史学，核心就在于历史学长驱直入，从传统的学术分类，直接进

入20世纪的学术分类之中。

20世纪初期，“新史学”虽已被提出，但乾嘉汉学的影响，如治史方法、学术观念等，根深蒂

固，包括章太炎先生在内的很多老先生很难从中走出。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经过西学训练的是极少

数，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西学的皮毛，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学术，仍然是乾嘉汉学。乾嘉汉学

的治学纲领之一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按照钱大昕的说法，就是不要评论。他说治学、治史

不要评论，只要把事实清理完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看，乾嘉汉学的学科属性，就是20世纪的国

学、汉学，从20世纪学科划分的角度，我们如果给它找一个学科属性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归到文

献学学科范围之内。乾嘉汉学就是文献学，在历史系就是历史文献学，在中文系就是中国古典文

献学。新汉学或者说是史料派，在20世纪的学科属性基本上是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包括今天的

国学。国学里大多数是文献学。为什么国学一兴盛，对古书的点校和整理都跟着发达起来了，因

为这是它的学科属性、学术本性决定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在20世纪初叶依然占主导地位，占主流和支配地位。大家的观念

仍然是这样，它的纲领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从文献出发，一字一句地考证、训诂。这是一套古

文献学的作业方式。

但分歧发生在了李大钊这里，其他包括梁启超先生等人都不明显。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

明确提出：考证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考证只是手段。李大钊特别提出，历史学有两项任务，

一是发现事实，二是解释事实，而解释事实异常重要。虽然李大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先

驱，但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充分肯定。大家大多把马克思主义史

学、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正统上溯到郭沫若，很少上溯到李大钊。这一状况存在很大问题。

从李大钊开始，一种有别于新汉学的研究路线出现了，注重对历史的解释，注重理论、观

念、概念的作用，这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当然，此前从日本传入的一些教科书当中已有类似的东

西，但那是结合大量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所作的说明，表述并不清楚。从李大钊开始，唯物史观派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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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唯物史观派高举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五种生产方式，这个我们稍后还会涉及。

从李大钊开始，再往后演化，则是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再往后，一派高扬理论，一派强调

史料，治史分野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翦伯赞在他的论著中断定：没有理论，史料等于废物。

他说的非常清楚，对史料派很蔑视。当然，两派在对抗的时候都有意气之争的成分。史料派看不

起唯物史观派，认为是空论、空头史学；唯物史观派看不起史料派，笑之为“四脚书橱”。

这两条治史路线，从李大钊时就已经或隐或现地开始对抗。但是史料和史论的对抗——或偏

重史料，或偏重理论，或两者结合、两者平衡——本来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没什么了不得。问题

在于强调理论的人更多地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到1949年之后变成意识形态。所

以史与论之间的争论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史料的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

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严格地讲，在现实的分野当中，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强调史料的人是站

在另一个阵营当中。所以说，如果单纯的史料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单纯地强调这一侧面或是强调

另一侧面，根本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至少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因为“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被

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内，使得这一争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变得很尖锐、很敏感，格外

引人注目。

到了1949年，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获得了成功，翦伯赞、范

文澜等人摇身一变，成为史学界的主宰，陈寅恪先生等人被迫南迁，有一本书叫《南渡北归》，

就是记录这些问题。既然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成功，唯物史观派自然也就成为学

术界的领袖，所谓的“史界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成为史学界

最高的权威，史料考订派在一段时间之内低下了头。

但是，当唯物史观派蔑视材料的倾向走向顶点超出一定限度时，史料考订派重又出来发声。

这次争论，一派将“以论带史”作为旗帜，另一派则以“论从史出”为旗帜，争斗由此开始。这

个争斗一直到现在仍然或隐或现。在特别强调史料的这一派学者看来，拒绝理论带有拒绝马克思

主义的意味；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于强调史料则是想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现今史学界

仍然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

从1949到1979年，“以论带史”占主导地位；从1979年到现在，“论从史出”占主流地位。我的

文章《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文革”之前把“论”强调到无

以复加的程度，“文革”之后则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把“论”贬低

到无以复加程度的阶段之内。我之所以提出要反思“文革”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主

要目的就是要像我那篇文章的副标题一样，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进行思考。

二、什么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理论

接下来进入主题，分三个部分给大家谈三个主要问题：即什么是理论，包括什么是历史理

论？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所谓的理论，在我看来是对那些带有普遍性、全局性、宏观性、结构性、一般性的历史现象

或者比较重大历史事件的假设或者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带有这些规定性。与这里的规定相

对的另一面，是经验、事实、细节、局部、个别、现象等等。换言之，所有的理论，一定是关于

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陈述、一些规定。

比如唯物史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它绝对不是针对个别事实，也不是针对某一

个社会形态的事实。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它是针对人类历史当中某些共同的东西。它提出了一

套假设：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类历史的规律、社会形态的演进。迄今为

止，还没有另一套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在前些年英国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

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在西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本身都已经进入主流课堂，得到大家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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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认。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已被世界公认为一门学问。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诞生后，几乎成为所有理论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后来产生的理论，均可

分为赞成马克思理论的，或者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

伯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要靠某种精神因素，而马克思是在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

把经济因素、物质因素置于历史发展链条的终极地位。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本书非常典型，尽管他一句话不引马克思。很多西方著名思

想家，处处以马克思为靶子，到现在也是如此。

理论，它带有某种抽象性、宏观性、全局性。只是具体的说明，那不是什么大的理论。当然

理论还有很多，有长程理论、中观理论，下文可能还要涉及。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理论，理论也可能是观察历史或者是研究历史解释的一个特

殊的视角，理论有多种，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取向。每一种理论取向或者每一种理论本身，它

只是在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追求答案和进行说明。如同上面所说，马克斯·韦伯是从精神入

手、从宗教差异入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儒学和资本主义精神

之间缺了很多中介环节，不能直接衔接，所以他谈儒教、道教。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这本书，中心就是在谈这个问题。他说整个中国没有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土壤。每一种理论

都是这样，从某一个角度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提供对历史的解释。

理论本身没办法直观，所有的理论都不能证实，包括唯物史观，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假设。理

论无法直观，无法观察，无法实验，特别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最后都不能称为是真理，它被

推翻的可能性比它被证实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能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因为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会遮蔽对其他可

能性的发现。我提出的史料派和史观派、新史学和新汉学等概念和术语，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

时候，也不要过分依赖。过分依赖新史学的那些看法，有些该看到的东西可能会看不到，很多东

西会被遮蔽。大家一定要警惕，一种理论只是研究入手之处，而不是得出结论之处，你不是要证

实它。包括我自己，看到学生写的论文，如果把新史学、新汉学当作模型到处套用，我并不从内

心里喜欢。但是我希望他从这个角度入手，当作最初的预设，尽可能得出一些新的东西，若能修

正我的看法、我的概念，最好。

千万不能过分依赖某种概念、某种理论，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

过分依赖，排斥其他东西。应当避免把某种概念、某种理论形态、某种理论学说绝对真理化。理

论很重要，没有理论我们无法从事历史研究，但是理论也有害，它是一把双刃剑，但只要谨慎使

用，理论给你治学提供的帮助要远远大于其他东西。

为了透彻说明什么是理论，下面我从理论与思想关系的角度再作申述。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理论？原《史学理论》主编陈启能先生曾在一个场合说，“王学典是一个

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说王学典是个有理论的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理论和思想二者是个

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在我看来，所谓思想，通常是指个人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东西，或者是带有独特的个人色彩

的、个体性质的一种特别的思考，带有个性色彩的一个独立的、别人无法重复的这样一种思考。

某个人有没有思想，就是某个人有没有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一些东西。

理论与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按照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梳、考虑，理论与思想的关系在

于：理论是思想的高级形式、一个更高的抽象形式，或者是思想的形式化、外壳化。当我们说某

一种思想是理论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超出普通独立思考，最后被凝固为、形式化为某种教条的

东西。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带有某种教条的属性，唯物史观也不例外。理论总是带有某种教

条的性质、带有某种模型的特质。凡是理论都是模型，一种理论就是一种模型。而思想是一个非

凝固的东西，我们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思想。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是可以分享的，思想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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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我们大家可以在某一种共同的理论指导之下来从事研究，包括唯物史观，但是思想是无

法同步分享的，因为它带有独特的、非常强烈的个体性质。

同时，所有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最初都是思想，或者说理论的内核就是思想。

马克思的很多东西，在他那个时代，在他那个理论产生的过程之初，是作为他个人思想的东西。

它最后被凝固化、形式化、外壳化、模型化、教条化，就变成了一种理论。我认为所有理论，最

初的来源都是思想，而所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或者说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化、教条

化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说这个学者是个思想型的学者，就是指这个学者一定是带有独特思考习惯的学者。一篇论

文，拿来一看，如果基本上是现代的“八股文”，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思考。这样的文章占多数，包

括《文史哲》杂志上的文章。《文史哲》杂志审稿尽管各方面都非常地严格，但敢说有思想、或

者说能反映作者在思考上花了多少功夫的稿件很少。作者能够做到观点上的自洽，逻辑很完整，

能够把问题说明，并且有问题意识，也就够了。

理论的东西为什么难写，因为从材料的角度进到思想的角度，必须把材料内化，不能跟着

材料走，要抽象出很多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有逻辑，从陈述问题到解决问题到论据的支撑都

是这样。我关于山东大学文科兴衰的那篇文章《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就可以说是一个

思想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我连一条材料都没列，也不需要列材料，你到档案馆里泡3年也泡不

出来，那些东西都不是从材料当中自动提出的东西，但是你要是说我那个东西没有根据，那大家

谁都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大家大量的经验观察，且带有个体性质的思想。思想无法

分享，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你同步分享你的思考，除了你自己之外。而且可以这样说，你不思

考，别人就思考不到你这个程度。这个问题你要不去研究，学术界可能就没有这种成果。从民主

思维的角度，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思考，为什么要百家争鸣，要思想言论自由，特别是要保护思想

自由，就是因为所有的思考都带有独特性质，所有的思考都要挑战、不承认现成的东西，而所有

思想都会对这个社会有益。

我上课时总是强调，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时刻装着问题，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睡不着的时

候，这个问题慢慢就浮现到你的脑际，你要寻求答案。有次到国外出差，一到泰国我就思考一个

问题，为什么像泰国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发展程度很低，却顺利地接受了现代化的那一套制度

安排，没经大的波折，没有大的反抗，就转过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新加坡一看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近才得出一个非常大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如果继续发展下

去，将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一个看法。我最后想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国家一

个最深刻的联系是财产的联系，我有土地我有厂房，我有在宪法上被保护的别人不能侵犯的东

西。假如我没有土地也没有厂房，没有属于我的住房和其他财产，那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就会变

得非常薄弱，就像个浮萍一样，我到哪里去无所谓。这为什么和泰国这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国

家、接受资本主义这些观念有关系呢？中国之外的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人，私有观念都是非常强大

的，谁都不能侵犯，皇帝也不能进我的家。这个私有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的本性的一种东西，而

自由主义比以往所有的思想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所以它很顺利地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了

它。自由主义相信自然自发演化的秩序，认为从自然状态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这个状态，本身是演

化的，不是人为干预的。

脑子一定要装着很多问题，只要思考一定会有收获，这些小的想法多了，会沉积到你的论文

当中。当别人看到你的论文时，你思想的火花会照亮另一个人，他会沿着你的思维去继续下去。

现在的硕士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当中，有思想的论文属凤毛麟角，大家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那么概念是什么？思想首先发展为理论，然后再到概念。概念是对某种理论更高一级的抽

象。如果能把一个大理论抽象、醇化、提炼为一个概念，贡献可能会更大。思想、理论、概念，

带有阶梯性，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但概念更抽象。思想、理论、主义，是逐步升华的，比如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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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是由消灭私有制等思想理论抽象转化而来。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点，什么是理论，理论和思想之间的差异、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差

异，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我认为思想可以随时随地地产生，但是理论不能，所有的理论都

带有教条的属性，所有的理论都是模型。经济学特别强调理论模型，唯物史观是一种模型，五种

生产方式理论是一种模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种模

型。模型很容易把你引导到某种研究领域去，但是最终一定要走出模型。

三、历史学需要理论的根据

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因为历史需要解释。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家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发现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中

外所有的史学家全部都承认，发现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包括大史学家兰克，他

也解释事实，只是说他的事实是经过批评、审查过的事实。他和其他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

的审查有他特殊的程序。而关键在于，任何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没有理论依据的解释是不

可能的。这个依据要么是明确的，要么是常识，而要害在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根据流行的常

识来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上没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和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传统

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西方在这一点上

比较明确，比较自觉。

所以说，历史需要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这就是历史学需要理论的全部根据。当然，并不

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理论。考订史实，在大量记载中清理一个事实，从矛盾的陈述当中，勘

探历史的真相，可能不需要理论。当你面对确认单个事实的时候不需要理论你照样能做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乾嘉学派没有理论、排斥理论，但照样能做出很大业绩来的原因。清理文献、清理

事实、考订文献、考订版本，需要经验，不需要理论。我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专

门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你面对“过程”的时候，当你面对“结构”的时候，必须需要理论。因

为所谓过程和结构，是众多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何确认这些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历史学的首要

任务是准确地描述过去，但是准确地描述过去并不是对历史学的最终要求。对过去事实的准确描

述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历史学的终极任务是必须对过去做出解

释，而解释需要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某些事实的发现仍然必须依赖理论。

我曾命陈峰写过一篇文章，《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铁器研究》，刊登在《历史研究》

杂志上。我说铁器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但是铁器在乾嘉学派笔下只是一种器物或文物，

放在金石学范畴之内，他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对铁器的作用、铁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性作用

的认识，只有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之下才能获得。所以，20世纪如果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的传

入，我们就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能解释春秋战国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动。所

以说没有理论，某些事实很难被发现。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没有生产力的概念，根本不能发

现铁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如此重大的作用。由铁器的发现你会看到工具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水推磨所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所产生的是资本家为

首的社会。它充分说明某种工具、技术在历史上的作用。技术发现，然后电的发现、能源的发

现，这些事实的发现如果没有生产力这一套理论支撑是很困难的。手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

电脑的发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作用不可估量。机器人棋手把人类都打败了。由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对社会面貌的改变、对生活方式的塑造，可以推想当年铁器的出现所起的

作用。春秋战国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就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来不能

开垦的土地能开垦了。古史分期之类问题的辩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所以某些关键事实的发现离不开理论，尽管大量事实的发现可以不要理论。比如墨子的生年

和卒年，根据文献做，文献没有，没办法做，文献有大量材料，就可以从大量论述当中清理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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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家相对都能接受的事实。它是不是真是这样，也不敢说，只能说根据历史记载它是这样。某

一个东西，能够猜想它的存在但是没有证据是不行的。就像断案，猜想这个人是罪犯，直觉告诉

我们他就是罪犯，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得马上把他释放，反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确认。

从证据到事实，然后再还原。而历史解释则不是这样。秦始皇何时统一中国？不需要理论。但是

要解释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非得依靠某种理论不行。儒学为什么产生，为什么能够成为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根据某种理论进行解释。像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大众，包括社会各阶

层对历史学的需要。历史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些需要。而没有理论，任何解释寸步难

行，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宗教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在意大利这些地方，

没有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当然马克斯·韦伯有大量的发现，在这个区域之内，这些人的行为有

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共同的特征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仍需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需要理论

作为依据，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量例子都是这样。刚才举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例子，如乾嘉

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会占主流地位？理学为什么在宋代产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又

一次次地再分裂？北方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占领中原，最后又被汉族所

同化？满族入侵中原时人数众多，但现在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数却不是最多的，为什么？都被中

原汉人所同化了，为什么？这都需要解释，没有解释的历史学就站不起来。《历史是什么？》的作

者卡尔说得很清楚，没有解释的事实就像一袋土豆，站不起来。土豆都是散的，只有解释能给各

个土豆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土豆就变成一个柱子，它就站立起来了。你给它一个脊梁，它就成型

了，一体化了，变成一个因果链条了。这个脊梁就是解释及其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没有很清晰、非常明确的一个概括，所以也不能给大家讲更多的东

西，这第二个问题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就是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

前一阶段静下心来的时候我想了一个问题，史学界现在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很多都有史学理论

背景，这很让人奇怪。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这也是根据之一。比如，陈春声当年跟我一起

都是教育部一部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赵世瑜也是我们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之一，李振宏也

是这部教材的编者，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在老一代当中，像刘泽华先生，以及现在的刘泽华学

派，搞政治思想史。而上海的姜义华先生，长期担任上海史学会的会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这

几位学者都非常活跃，他们在学术界有代表性，不是偶然的。这些学者的成功告诉大家，治学不

要一头扎在一个枯井里边，如此便再难掉头。深厚的理论素养，事实上会给你一个巨大的腾挪空

间，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腾挪，希望大家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历史学科两个任务，一个是清理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如果不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指

导之下去解释事实，就只能是根据常识去解释事实，而且多半都是荒谬的常识、很糟糕的常识，

没有解释的书是很少的。 

四、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所有的宏观研究、过程研究、结构研究、问题研究，一步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理论，不管这

种理论本身的质量高低。凡是回答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

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理论的作用、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理论作为概念工具的作

用。近几十年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个模型，在

1949年之后影响非常大。尽管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奴隶，但没有奴隶制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已被

公认为事实，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仍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清理，特别

是对先秦两汉魏晋社会的清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有一篇短文《“假问题”与“真学术”：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一点思考》里面谈到，因为没有奴隶制，根本就不可能有奴隶制封建制的分

期。所谓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个假问题，但是它却获得了确确实实的、巨大的研究成果。奴隶

制这个概念的引入，奴隶制与封建制何时分期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之下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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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大量精力，它对学术史本身的推动，难以估量。先秦、秦汉社会为什么清理得如此透彻，就

在于它是这场大辩论的中心。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解体过渡是这个大辩论的中心。包括资本主义

萌芽，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原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

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个论断，即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又基于另

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就是五种生产方式是不可逃避的。这个理论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尽管当年

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些东西，今天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无关，但却证明和商品经济有关。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被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突出经商天赋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经商天

赋有多高呢，高到得由两千年的所谓封建王朝用重农抑商的国策来压制，才能压住。商业和市场

到处带来不稳定，最稳定的是农业。要想保持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持所谓的稳定，就要把商

业压住，历代王朝都把重农抑商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商人的地位很低，从汉代就开始，《史

记》《汉书》中分得很清楚。我们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松一

点，中国人就立即遍布全世界。2006年去德国开会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中国

人。我们40年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宽松一点，中国的商业就如大鹏展翅一样腾飞。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中国的商业就像孙悟空一样，在唐僧发现他之前，被大山压住了，防止他蹦

出来，邓小平就是把这个大山松动了一下，孙猴子就蹦出来了，这就是中国近40年经济起飞的秘

密之一。

如此发达的中国的工商业并不具备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性质，那些要素，它也不会自

发地发展到那个社会去，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尽管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

念仍然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西方学者，没有不承认

“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对明清工商业、明清社会史研究所起的作用的。没有这个概念，就没

有明清史今天的研究局面。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

等概念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把欧洲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发现从

印度一直到亚洲这一带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社会，当然他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和报

道。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普遍地缺乏土地私有制是东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个结论虽不

适合于中国但却适合于印度，特别适合于俄罗斯，它的公社，我们说是农村公社的残余，而农村

公社的残余早在春秋战国年间在中国就解体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特殊，包括中国社会，但是

他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所以他只好用一个地域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生产

方式，或者叫东方社会形态。大家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它本质上体现了对东方社会、对

东方历史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尊重，它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特色一脉相承。所以关于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历史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解释，为今天的中国

特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个概念尽管是个地域概念，不是个性质概念，它不像封建社会、奴隶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性质概念。这纯粹是个地域概念，但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起了

巨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所起的作用。

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下简称《起源》），可以说，没有《起源》就没有今天对中国上古史的透彻研究。“母系氏族社

会”“父系氏族社会”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历来被看作荒诞无稽之谈的材料得到

解释，具有了意义。另外，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及蒙昧时代、野

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概念，使中国上古社会也变得可理解了。没有《起源》这部人类学著作，我

们根本无法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清理出一个“中国原始社会”来！理论的作用有多大，中国上古社

会的研究中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外，费孝通先生提出一对概念，他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城市社会”是个“陌

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分析城市和乡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工具、

理论工具。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能够迅速把握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既然是陌生人社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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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如何管理这些陌生人呢？法治的问题就出来了，制度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熟人社会，基于

互相信任，道德伦理的问题就出来了。城乡社会当然还有更多的差异，但是这两个概念足以使你

把这两个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从而得出其他奠基于其上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非常有用，不但能解释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且会给

其他学科带来启发。

另外像陈寅恪先生，他和其他那些单纯整理材料的人完全不同，是一个富有雄心壮志的人，

他治学有一套观念工具，是别人不具备的。家族、门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学的四大工具。他解

释唐代社会、魏晋南北朝社会游刃有余，原因就在于，一般认为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就已带有所

谓的近代社会的萌芽，唐代社会是古典社会的终结。为什么唐宋转型在日本能引起那么大的反

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唐宋之间确实存在社会上的巨大差异。世家大族与唐王朝

一同覆灭，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农耕社会、士大夫社会是从宋代才开始的。研究一个在古典社会时

期的中国社会，家族、门第、文化、婚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在做社会分析的时候，

他的工具叫阶级，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用

阶级概念，陈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门第、婚姻来谈，他论唐代历史的几篇论文，论武李韦

杨、论韩愈等都是如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结论，如贵族与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门第而在

于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不在于种族、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概念使用

得游刃有余，而这些概念恰好是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解释起来给人一种新

鲜感。因为长期在阶级论这个背景之下，在阶级斗争这个模式之下，在两大阶级对抗的这样一个

模式之下，突然用文化来解释，用婚姻来解释，用门第的高低来解释，用贵族和庶族来解释，用

不同的婚姻集团、通婚集团这样来解释，当然会给人一种很别致的感觉。“史界二陈”——陈垣先

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很典型，陈垣先生一般不使用概念，只是在《元西域人华

化考》里面使用了一点带理论色彩的东西，其他方面陈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陈寅恪先生在1949

年之前被西方汉学界捧为第一人，但那只能是在西方汉学界。从实际的那些研究业绩来讲，陈垣

先生可能比陈寅恪先生更丰厚一点，但是从声望上来看，特别是从“文革”结束之后的声望上来

看，陈垣先生地位不断下降，陈寅恪先生不断上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陈寅恪先

生可以属于现代史学家的行列，而严格地讲，陈垣先生则是乾嘉汉学的余脉，他很少受到现代观

念的影响，基本上不使用理论工具。陈寅恪先生读过很多东西，据陈先生自述，他在德国留学

时，看过原版的《资本论》，所以说理论概念的引用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如果记住家族、门

第、文化、婚姻，再看陈寅恪先生那些东西，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阶级

论相比较起来，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论概念之下，事物往往会呈现不同的侧面，尽

管陈寅恪在使用婚姻、门第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定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某些成分，但是他

不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是用更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工具来解剖。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启

发。

另外一个例子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简称“层累说”。“疑古”不是一

个理论，而是一种倾向，一个立场。真正带有概念、工具作用的是“层累说”，认为古史是叠加起

来的。从最初的传说，到不同的文本，到不断变动的文本，叠加起来，越放越大。“层累说”是顾

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工具。余英时先生在谈论顾颉刚先生的时候，说他为中国

现代史学奠立了最初一块基石。余先生之所以作这种评价，是因为“层累说”是一个最大的观念

工具，这个概念的提出，一下子把顾颉刚先生和乾嘉汉学切断了，尽管他的这些理论是受到了崔

述的某些启发。所以余英时先生又说，顾颉刚提出这些口号之后，为无数学问开辟了法门、开辟

了门径。你看顾颉刚先生周围，只要跟顾颉刚先生亲近的学者全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原因就在

于他有很特殊的门径，只要利用“层累说”，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顾先生关于孟姜女等的研究，

全部都是“层累说”的引申。2000年我和姜义华先生在上海开会，当时是陈寅恪热最高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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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陈先生可以说如日中天，但我们二人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就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陈先生

赶不上顾先生，顾先生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结构性转变，而陈先生没有。这一点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顾先生是一个革命性人物，我们不能说陈先生是个革命性人物，也没有人说

陈先生的史学是革命性史学。大家都说顾颉刚搞了个史学革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层累

说”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其他一些理论，比如进化论。进化论的引入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严复这

一代思想家的作用无法估量。以往中国人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或是循环的，或是倒退的，黄金

时代在上古，因而进化论的提出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当然现在进化论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发

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进化的，人的精神、理论、思想、境界并不进化，这个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的

共识。进化论本身有很多缺陷，有很多问题，人类社会在器具的层面是进化的，但是在精神层面

是不是进化的，实在是难说。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质疑艺术史是进化的，他

说精神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部门并不都是这

样，比如艺术就不一定是这样。

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模式取代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史范式已成为学界主

流。原来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写成一部革命史，现在可以写成一部不断现代化、不断向西方学习

的历史。这一历史写作模式开始于蒋廷黻先生，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从文化

的角度、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过往我们是从阶级、反抗、民

族、革命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但就目前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较量，以现代化范式占

上风的局面终结。换言之，尽管革命史仍然是这一段历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但在学界占主流地

位的历史书写模式，无疑是现代化范式。

近30年来传入了一个大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商会、商帮、市民社会等概念一段时间之内

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虽然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况很难用市民社

会来解释，但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确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张仲礼先

生提出一个概念“士绅社会”，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他致力于从本土提炼概念，像“士绅”这样一

个概念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东西，这些概念都对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

就我而言，一些并非由我提出的概念，也可作为我研究历史的一些遵循。一是我特别强调

“战时史学”这个概念，很多东西都能归到战时史学这个范畴之内。为什么强调两大对立阶级，

把一切看作是阶级斗争，我认为当代史学因为那是处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战时史学”这个概念提

出之后，我本来应该沿着这个概念继续做，但因为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不想违背潮流，所以从那

以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没再被进一步地使用和深化。但是如果时机适当，“战时史学”这个概念

还可以被继续延伸，继续往前探寻，这个概念能够解释很多1949年之前的史学现象。二是我经常

使用“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我把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社会称作是泛政治化社会。这

个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很大方便，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段史学是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史学变

迁和泛政治化社会密切相关。三是新史学与新汉学这一对概念。此前，新史学和新汉学这一对概

念就已经存在，我专门作了一篇文章《新史学和新汉学》，通过这一对概念来描述20世纪史学的

演变线索。可以说，要想描述学术变迁，必须使用概念，要长时段地描述史学变迁，要给这一段

史学理出一个脉络来，没有概念不行，没有理论不行。怎么描述20世纪史学史？这么多史学家、

文章、著作、杂志，我一个个点评吗？那是写历史吗？就像一堆散钱，我得找个钱串子把它串起

来。所以我就使用了新史学、新汉学，史料派、史观派，或者是唯物史观派、史料考订派等概

念，这些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能使我最大程度地简化史学的图景，抽出最主要的

东西来。

另外还有很多概念，再给大家略作介绍。比如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他们提出“告别革命

论”，一直到现在对整个史学界都影响巨大。一个口号、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像一束光亮，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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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照明。最典型的是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影响之大，难以想象。李学勤先生此前虽

已为大家所知，但能迅速达到如此炙手可热的程度，和“走出疑古时代”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

2004年，我受池田知久先生之邀去东京讲学，经常同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刘先生一处散步。我们

两个人曾谈起李学勤先生，当时我给他打了个比方，说李学勤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大量的书，并没

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1992年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就像个探照灯，一下照在一

大堆玻璃上，所有的玻璃都熠熠生辉，炫人耳目。他说他明白这个意思了。在“走出疑古时代”

这个概念映照之下，李先生所有的书都展现出别样的意义。在这之前找不到一个东西把他这些书

全部贯穿起来，“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就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它不但

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而且把所有批评顾颉刚先生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

所以我经常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个概念能把顾先生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顾

先生在民国年间尽管读书很多，并不意味着当时他的水平最高，但是别人并没有提出一个笼罩古

今的概念，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治学门

径的提出，使顾先生在学术史上占据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些史学家在史学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来源于

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工具，这是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理论有什么作用，作用在

哪里，我只能举这些实例。我目前还没能从这些实例中概括出一个系统来，比如把它分门别类，

理论能起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一二三，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今天给大家所讲的都是一些

临时性的想法，争取将来把这些想法理论化、系统化，甚至于把它概念化，然后再提供给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6日上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

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郭震旦副教授做了部分校阅工作，作者对文稿做了最

后的订正。

Why Does Historical Research Require “Theory”?

　　——A talk with young students about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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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theory” has become a sensitive topic in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and some people even take it as a plague and believe it has no place

in historical study. This is in large part due to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Qianjia school of thought

dating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re has been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paths of “New Sinology” and “New 

Historiography”. The tendency to look down on theory is connected with the inabilit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theor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two main

tasks: to discover and clarify facts；to illustrate and explain facts. Yet any illu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must rely on theory, and even some discovery and clarification of certain important facts also require 

theory. As 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historical research cannot do without theory 

either. Sound historical research must keep a balance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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